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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流动的影响因素 

李炜 
 

 人们发生何种的社会流动，大致有着三个层面的因素影响:宏观层面受

制于社会结构和国家的制度安排;中观层面，依赖于工作单位和家庭等

社会生产单位和社会化组织供给的社会资源;微观层面取决于个人后天

努力。从社会研究的视角来看，前两者因素属于先赋因素，即个人能力

之外的原因，后者属于自致因素，即个人努力的结果。考察1949年以来

中国社会成员的社会流动历程，可以发现上述的因素交织错落地影响着

人们的社会地位升降的际遇。 

 

        一、制度因素对个人社会济动及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 

        户籍制度是对人们社会流动影响最为明显也是历时最长的宏观性因

素。它不仅制造着国民福利待遇的区别，更重要的是极大地限制了社会

成员的发展机会。对职业流动而言，非农户口者，自其出生起就比出生

于农村的那些人拥有更多的机会获得较好的工作，并升迁到较高的社会

阶层;而出身于农村的社会成员，其命运就被国家制度限定在乡村务

农。对教育资源而言，城镇与乡村人口无论在义务教育还是高等教育的

机会获得和教育条件上，都有着巨大的差别。户籍制度还具有代际遗传

性，父母的户口身份一旦确定，也就基本规定了子女的命运途径。我们

的研究资料发现，改革开放以后，对应于其他限制性制度的废除及削

弱，户籍制度成为惟一计划时代的制度遗留，它对人们职业地位的影响

作用反而更为凸现了。 

        家庭阶级出身也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影响社会流动的主要宏观

因素。阶级划分，是中国革命打碎旧世界社会等级、创建新社会的政治

秩序的必然产物。但是阶级在经济上被消灭以后，仍然在政治上被赋予

了"敌"与"我"的标签。阶级成份也是讲血统的。父母亲在I949年之前的

阶级状况就决定了子女阶级出身，也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在社会中的

发展机会。我们的研究显示，在1957年之前，国家对民族工商业资本家

和富农采取了相对宽容与和平的社会主义改造方式，这些旧社会的上层

阶级还得以保持相对优势的职业地位和受教育机会。1957年到I978年文

革结束，工农阶级的国家的主人地位逐渐牢固，工、农、革命干部等家

庭出身好的人及子女往往有更多的机会在职位提拔和单位调动中向上流

动，而失去了生产资料的地主、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则成为被监

管、控制和专政的对象。随着改革开放，这种符号化的阶级成分导致的

社会地位差别不复存在了。 



 

    

二、社会组织对个人社会流动及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产生的单位制，是计划时代中国独特

的制度安排。单位所有制性质决定着人们来自工作组织的获益，单位行

政级别也影响着人们的福利水平。我们的研究显示，首先，对于社会成

员的社会流动历程而言，进入好的单位就等于获得好的社会职业地位;

其次，好单位也为个人进一步的地位提升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最后，

单位资源带有一定的"代际遗传性"，从业于全民单位的父母亲，都想千

方百计地将自己的子女安排或调动进大全民单位——改革开放前的单

位"顶替制度"便是如此。因此，父母受益于好的单位部门，一定意义上

也意味着下一代能获得好的单位地位。单位制对人们社会地位的影响有

其历史轨迹。建国初期(I949——I956)由于户口制度对人们社会地位的

影响尚未明确，单位的作用就显得极为突出;到文革期间，单位的重要

性几乎达到极致:I978年以后，伴随着市场机制的引人，单位的资源独

占性被打破，其影响力也开始下降。I992年以后，单位的好坏逐渐沦为

一般性的影响因素，甚至出现倒转——原属于好单位的人们反而更有可

能流向较低的社会阶层，比如国营企事业单位人员的下岗。 

家庭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最基础的社会化单元，也同样承付着向下一

代提供社会地位资源的功能。社会流动研究最为关注的是父代的各类资

源，如职业、教育、权力、单位等对子女社会地位的影响。我们的研究

发现，首先，子女的教育程度，在各个不同的时期，都显示着来自父亲

的影响:父亲职业地位与教育水平越高，就越有可能激励和安排子女受

更多更好的教育，即使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这个趋势都被艰难

地维持了下来。家庭背景就是通过这一合法的传承渠道，将自己的优势

或者劣势向下一代传递。其次，家庭对单位制资源的利用可以影响子女

职业和单位地位的获得。主要体现在:好单位的父亲更有可能将子女安

排到好的工作岗位。第三，家庭的权力资源和权力关系也会传递给子

女。建国以来各个时期，干部子女都有更多的机会当干部。这一趋势从

I949至1965年期间开始明显，到文革时期极为突出，干部子女做干部的

机会是普通人的4倍。改革开放后这一现象有所降低，但代际之间的影

响力却仍然显著存在。第四，在计划体制时代，父亲的职业对子女的社

会地位影响不大，到了I078——1991这一时段发生了明显的转折:市场

化的进行，使得职业占有社会资源的能力逐步胜过户口、出身、单位等

旧有的制度安排，因此，"父亲职业地位"对孩子谋得好的职业地位、提

升到好的职位发生了显著的效力。1992年之后，在市场化进一步加深的

过程中，父亲的职业地位的作用就更为加强。 

      

三、个人自身因素对社会流动及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 

 



        考察建国以来人们社会地位获得的重要影响因素，我们可以发现，

个人的后天努力仍然至关重要，体现在个人拥有的教育资本和政治资

本    不管是体现个人能力和素质的"受教育程度"，还是体现政治忠诚

的"党员身份"    的重要性，一般也都单个大于上述的那些先赋性要

素。但具体分析其作用的大小和历史性的变化，我们还可以得出这样的

结论:即在"文革"前及"文革"时期，政治资本的作用大于教育资本;改革

开放之后，教育资本对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作用则日益提升。 

        党员身份重要的制度基础，是党在整个中国社会中极其重要的地

位。人党常常是对个人政治忠诚和业绩的褒奖。一旦获得党员资格，就

会变成进一步流动的资源    这在关键的身份提升中极为重要，比如工

人提干，比如从一般部门迸人机要部门，从副职提拔为正职等。所以，

党员资格既不是轻易可以取得的资本，也不是会随时间贬值的资本。在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在政治挂帅的时代，这种政治资本要比教育资本更

有用。 

改革开放引入了市场和竞争机制，它激励人们以个人才能换取市

场回报，教育作为个人能力的体现因而凸现，政治表现的重要性因此下

降;市场经济体制还逐渐缩小了计划权力的势力范围，使得权力资本也

有所贬值。现在，人员数量迅速上升的体制外非公有机构内，不管是工

资标准的制定，还是职业岗位的安排，学历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即

使在国有单位，在干部年轻化、知识化和现代化过程中，那些有较高的

学历的党员、干部，才有更多的机遇进入高层岗位。因此，官员的知识

化和知识阶层的官员化，管理阶层的知识化和技术专家发言权的提高，

是我们的社会在新时期表现出的重要特色。 

当我们的时代列车进人20世纪90年代之后，学历所代表的教育资本

就更加成为决定人们社会地位的决定因素。中国也几乎在一夜之间成为

了一个"文凭社会"。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认识到，如果有什么项目的投

入可以帮助后代万无一失地提高社会地位的话，那么，对任何一个社会

阶层的人们而言，教育资本都是可供选择的项目。 

        通过对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的诸因素的考察，可以归纳出以下特

点:第一，个人的后致性因素始终是支撑人们社会地位提升的基础性动

因。建国以来的5C余年时间，无论有何种宏观结构和制度上的变化，个

人的后天努力    在计划体制下表现为积极要求政治上的进步，在市场

化时代表现为要求努力成才    都会在这些制度规定下，体现个人能

力，拓展发展空间。第二，制度性安排与代际传承作为先赋性因素交织

地影响着人们的地位获得。西方社会中宏观的制度结构和家庭传承是作

为两个独立的成分影响人们的社会地位，而在中国独特的社会制度和文

化传统下，制度是以家庭的代际继承关系为媒介，影响几代人的命运。

户籍制度、阶级成分、单位制这些重要的制度因素，都通过家庭来影响

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命运。第三，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的建立，社会流动的开放性影响因素增强。那些标志着社会区隔的重



大制度和政策，诸如阶级成份、单位制、城乡二元体制，在I978年以

后，或者退出历史舞台，或者逐渐式微。在社会成员的地位获得上，个

人的教育程度和先赋性要素的作用力产生了明显的消长转化，这说明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环境中，对个人才能的重视以及相应的绩效回报，都

有了显著的提高。传统计划经济所塑造的那种社会结构已被调整，体制

外已造就了相当规模的新型流动渠道。现在，对于社会上绝大多数人们

而言，他们越来越少地依赖政府、单位等既有资源，而更多地通过自己

的努力和奋斗来决定自己的事业的局面。这一切都使我们做出这样的断

言:中国社会的开放性程度正逐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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